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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苏音乐文化在战时首都重庆的传播(1937-1945)
———以报刊为中心

吴　 婧　 瑀　 　 庞　 书　 培
(重庆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俄苏音乐文化的传播,对中国革命歌曲的创作以及中国抗战音乐的发展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本文

聚焦抗战时期重庆主要刊物,搜集、甄别、整理战时首都重庆俄苏音乐文化传播的相关文献资料,探查俄苏音乐

文化传播在战时首都的关注重点和主要特点,探讨俄苏音乐文化传播对战时首都重庆抗战音乐发展的影响及

历史意义,从而确立俄苏音乐文化在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传播状况的总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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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西南重镇,有一定的出版业基础,抗战爆发前报刊媒介的数量与质量就已位居西南前列。 随

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全国各地主要出版机构及主要的著作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也云集于此,重庆一

跃成为了全国的出版中心。 抗日读物、各类文化艺术杂志高峰时多达 200 种左右,这些报刊杂志对文化

交流和音乐发展影响深远,并记录着战时首都俄苏音乐文化传播的实际情况。

一、俄苏音乐文化传播的重点内容

俄苏音乐文化不仅在以哈尔滨、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和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有较好的传播。 由

于国民政府以及大批音乐、文化人的迁入,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和抗战大后方的中心,俄苏音乐文化也在

这里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以《新华日报》 《中央日报》 《中苏文化》 《新音乐》 《新音乐月刊(副刊)》 《乐

风》《音乐月刊》《音乐艺术》《音乐艺术丛刊副辑》《音乐导报》《音乐导报》《音乐导报(副刊)》为俄苏音

乐文化主要传播阵地的报刊杂志,通过文论、消息、乐谱、书信和照片等方式,集中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音乐文化、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音乐文化及俄罗斯民族乐派音乐文化等内容。
(一)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文化

20 世纪 30 年代初,随着苏联经济快速发展,艺术实践不断深入,苏联文学家、理论家高尔基、卢那

察尔斯基等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观。 要求艺术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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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具体地描写现实,且这种描写必须与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

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体现“人民性”“革命性”“民族性”等要素。 受该创作观影响,俄苏音乐界

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美学思想,它的基本概念和主要范畴是由音乐的政治

功能、音乐的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音乐典型形象的塑造等美学问题构成[1] 。 抗战时期的重庆报刊

中就介绍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文化,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重庆主要报刊中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文化(代表性内容)

文章或歌曲名称 作者或译者 文章来源

红军与苏联音乐文化 赵沨 《新音乐》1940,1(4)

苏联电影中的音乐 VOKS 特稿,贺绿汀译 《中苏文化》1940,7(4)

苏联歌剧坛上十大艺人 G. Yelenina 作,张洪岛译
 

《新音乐》1941,4(1)

今日苏联歌剧节之两大指挥者 摩斯科夫斯基作,张洪岛译 《音乐月刊》1942,1(4-5)

苏联音乐与民歌 安娥 《苏联音乐》1941

苏联青年音乐家沙斯塔科维契的作品 N. 斯罗尼姆斯基作,李元庆译 《苏联音乐》1941

列宁格勒我的列宁格勒 D. 沙斯塔科维赤作,洛辛译 《新华日报》1942-05-19. 四版

关于肖斯达柯维奇的《第七交响曲》 立成译 《新华日报》1942-08-29. 四版

最后神圣的战争(苏联抗战歌曲) V. Lebedev-Kumach 词
 

M. Blanter 曲,洛辛译 《中苏文化》1943,14(7-10)

苏联音乐教育 I. Yampolsky 作,李嘉译 《音乐艺术》1944(6)

战时的苏联音乐 A. 亚尔西望作,阿荧译 《中苏文化》1945,16(1-2)

萧斯塔科维支的第八交响曲 赫尔巴格作,桂子译 《音乐艺术》1945,2(2)

这些内容主要涉及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杜纳耶夫斯基、R. 格利埃尔等作曲家及其作品。
肖斯塔科维(Дмитрий·Дмитриевич·Шос-такович,1906-1975)是当时重庆音乐界关注的首要对象,
仅重庆主要报刊中,就刊有 9 篇介绍其人生经历、创作成就与作品艺术的文章。 《苏联青年音乐家沙斯

塔科维契的作品》详细梳理论述了肖斯塔科维奇当时的三个创作阶段及特征:第一阶段为列宁格勒音

乐学院学习时期的学院风格;第二阶段为“怪诞风”;第三阶段为具有哲学观念的器乐作品创作[2]48-51。
该文译者李元庆在文后所附的肖斯塔科维寄《纽约时报》信中,充分表达了作曲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音乐创作理念:“音乐不能避免了政治的基础———资产阶级懒得理解这个观念。 没有任何音乐能够没

有观念形态。” [7] 《德米特里·萧斯塔珂维契》一文,从人生经历、创作成就、个人兴趣与形貌等方面对肖

斯塔科维奇的过去与现状进行了全面介绍,为人们了解音乐家本人的经历与气质等提供了依据,描绘了

一个感性敏感的音乐家形象。 与之相应,《新华日报》刊登的肖斯塔科维奇版画形象(如图 1),更加直观

地丰富了人们对这位音乐家的认识与想象。

图 1　 肖斯塔科维奇形象版画

图片来源:1942 年 8 月 29 日《新华日报》第四版,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https: / / www. modernhistory. org. c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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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位作曲家的《第七交响曲》虽然直至 1994 年 12 月才在中国上演,但却丝毫不影响它成为当时

重庆音乐界最受关注的器乐作品。 该作品创作于 1941 年战火中的列宁格勒城,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

了残酷的战争现实与人民的斗争精神。 1941 年 8 月 13 日,中华交响乐团向苏联音乐界发出书信希望得

到苏联音乐界在总谱和乐器上的支持,并在之后收到了苏联音乐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主席、作曲家格里埃

尔签署的回信以及肖斯塔科维奇致中华交响乐团指挥林声翕的信函和《第七交响曲》 的两页总谱。
1942 年 5 月,《新华日报》刊登了肖斯塔科维奇在《莫斯科新闻》广播中的讲稿《列宁格勒

 

我的列宁格

勒》。 1942 年 8 月,又有《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一文,对该作品的创作背景、时长、音乐

特征、每一乐章的不同特点和情感表达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据《新华日报》1943 年 5 月 29 日和 6 月

14 日的两篇相关文章报道,林声翕在得到总谱后曾对该交响曲进行组织排练,对当时的中国抗日战争

起了很大的作用。
俄苏群众歌曲数量惊人、形式多样、质量出色,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发展中产量最多、影响

最为深广的体裁类型,也是最受重庆报刊重视的俄苏音乐类型。 这些作品分为四种不同主题:1. 具有斗

争精神的战争题材作品,如《假如明天战争》《打到敌人后方去》《神圣的战争》等,表达了苏联人民团结

抗战、不屈不挠的精神;2. 反映不同职业民众生活的作品,如《青年矿工》 《渔夫曲》 《船夫曲》等,反映了

苏联人民的社会生活与思想感情,充分显示了苏联歌曲贴近群众的特征;3. 抒情性群众歌曲,例如《夜莺

曲》《喀秋莎》《夜是青色的》等,其中有轻松愉快的圆舞曲,也有热烈欢快的进行曲;4. 对无产阶级领袖

的赞歌,如《斯大林歌》《斯大林之歌》等。
在理论研究方面,《乐风》 中还刊有苏联音乐家格涅辛( Михаил ·Фабианович · Гнесин,1883 -

1957)著、张洪岛译的《作曲初阶》。 该文选自格涅辛 1941 年出版的著作《实用作曲初级教程》的“序”与
“引论”部分,没有具体的乐理、和声知识,但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格涅辛关于作曲教学的教学思想。 在序

中,作者提出了该书的撰写理由:“削除旧制度中作曲理论与作曲实际间所有的隔阂……在音乐院里面

培育那本乎自觉的写作能力。” [3]随后,引论中介绍了该书的编写范围、编写方法,并提出了教学方法与

应注意的问题,这些观点展现了当时苏联音乐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为音乐教育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更为广

阔的思路与方法。
(二)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音乐文化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音乐文化是重庆报刊出版物中关注的第二重点,内容体现了俄苏音乐与欧洲

古典主义、浪漫主义音乐文化的交融,介绍了俄国在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音乐领域的成就。 苏联音乐家

常常以“人民性”“斗争性”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美学视角来挖掘欧洲作曲家作品的深刻内涵。 贝

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其音乐具有严肃的社会性、强烈的戏剧性及鲜明的英雄主义

色彩,他的创作建立在德奥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与时代特征。 因此贝多芬的作品以

其充分的斗争性、群众性及英雄色彩而受到苏联人民的喜爱,《贝多芬与俄罗斯》一文就阐述了双方之

间的密切联系:贝多芬生前与俄罗斯人关系密切,其作品影响了格林卡、鲍罗丁等俄国作曲家。 他去世

后,还有大量的俄国学者和音乐批评家撰写关于贝多芬的著作。 十月革命后,无论是领袖列宁,还是俄

罗斯群众都十分热爱贝多芬,他的作品“占据了整个俄罗斯的音乐界” [4] 。 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1813-1883),德国浪漫主义音乐家,他将德国浪漫主义歌剧发展至顶峰,对传统歌剧进行了深刻的改

革。 《华格纳———人道主义崇高理想的战士》一文分析了瓦格纳的创作特征,否认其为德国法西斯所宣

扬的“君主立宪者”“种族主义者”与“极端爱国主义者”,并以其作品《尼伯龙根的指环》中“齐格弗利

特”这一角色为例证明瓦格纳是一位“人道主义的拥护者” [5] 。
此外,《新音乐》还刊有由莫斯科国立音乐院研究组合著、张洪岛翻译的《和声学教程》。 其内容是

以大小调为基础的古典和声学,包括旋律的进行、乐段的终止、调式调性、转调、离调、和弦的分类,及构

成和弦的原位与转位,和弦音、和弦外音、声部的交错、和弦的功能、主三和弦的连接,和以主三和弦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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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配和声等。 并运用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等人的作品片段进行示例。
拉赫玛尼诺夫、斯克里亚宾等俄罗斯浪漫主义音乐家也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报刊宣传中占据一定的

比例。 斯克里亚宾(Александер·Николаевич·Скриябин,1872-1915),俄国作曲家,浪漫主义晚期古

典音乐向现代音乐过渡的重要作曲家之一。 1944 年《乐风》第 18 期刊登了《司克里亚宾与司特拉文斯

基》,分析了这位作曲家崇尚神秘主义的音乐创作美学、三个不同的创作时期及音乐特征、自创的“神秘

和弦”及在作品中的体现,将他定义为“神秘的印象派”作曲家。 在本篇目中,还介绍到现代主义音乐代

表人物,美国俄籍作曲家、指挥家,斯特拉文斯基(Игорь·Фёдорович·Стравинский,1882-1971)。 文

章概述了作曲家的早年经历,介绍了与之合作的佳吉列夫芭蕾舞团。 作者认为,斯克里亚宾直接继承了

穆索尔斯基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衣钵,其音乐运用了俄国民间的音乐宝藏,又带有原始主义绘画的

风格。 接着,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斯克里亚宾的舞剧音乐作品《火鸟》 《彼得鲁什卡》 《春之祭》 《夜

莺》等 9 部作品,包括作品的灵感来源、演出情况、风格变化等方面内容。 其次,概括介绍了作曲家的歌

剧、歌曲、钢琴曲、管弦乐曲等体裁的创作,最后,作者从调性、节奏、旋律、配器方面对斯特拉文斯基的创

作特征进行了专业性的总结。
(三)俄罗斯民族主义音乐文化代表———“强力集团”与柴可夫斯基

19 世纪 30—40 年代,格林卡的创作标志着俄罗斯民族乐派的成立,他的作品将欧洲专业音乐技巧

与俄罗斯民族民间音乐相结合,将俄罗斯音乐提升至欧洲先进的音乐水平。 在他之后,又出现了“强力

集团”,该集团的五位作曲家,受俄国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提倡具有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音乐艺术,主张

深入研究俄罗斯各民族民间音乐在作品创作中的运用。 《乐风》刊登的《音乐上的国别化与国际化运

动》一文,概括介绍了 19 世纪俄罗斯民族音乐的惊人进展,以及“强力集团”作为俄罗斯民族音乐艺术

创作队伍中的一支主力军,在俄罗斯民族主义音乐发展过程中的贡献。
里姆斯基-柯萨科夫(Николай

 

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1844-1908)是“强力集团”中最高产的音乐家。
1944 年《中苏文化》第 15 卷第 6、7 期,刊登了 VOKS 特稿《李谟斯基———可尔萨可夫》百年诞辰纪念文

章。 介绍了里姆斯基-柯萨科夫所在的“强力集团”的组成人员,该组织作曲家以俄罗斯民歌为源泉进

行创作。 随后介绍了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家世、童年生活、创作经历、乐谱整理出版工作、教育工作及

艺术风格,认为他是同时具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革新音乐家,极大地促进了苏联民族文化的发展。
柴可夫斯基(Пётр·Ильич·Чайковский,1840-1893),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俄罗斯作曲家,重庆

报刊中有不少关于这位著名音乐家的文章,涉及了柴可夫斯基的生平往事、生活习惯、音乐生涯、创作成

就、音乐风格等多方面的内容,相关内容见表 2。

表 2　 抗战时期重庆主要报刊中介绍柴可夫斯基的代表性文章

文章名或歌曲名 作者或译者名称 文章来源

介绍柴可夫斯基 薛良编述 《新音乐》,1941,3(5)

柴科夫斯基与西方 P. 伊凡诺夫作,纪坚博译 《新音乐》,1941,3(5)

忆柴可夫斯基 乌里达维多夫作,徐洗尘译 《新音乐》,1941,3(5)

想念柴可夫斯基 萧斯塔可维支作,陈原译 《音乐艺术》,1945,2(2)

柴阔夫斯基———进步的俄国音乐底创造者之一 马琴
 

编译 《中苏文化》,1941,8(5)

柴可夫斯基 K. 巴夫洛夫作,骆肯
 

译 《中苏文化》,1944,15(6-7)

柴阔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 李嘉 《新华日报》,1942-03-24,四版

柴阔夫斯基的伟大与苦闷 G. 胡波夫作,雨鲸译 《新华日报》,1942-04-07,四版

柴阔夫斯基的伟大与苦闷(续) G. 胡波夫作,雨鲸译 《新华日报》,1942-04-25,四版

柴阔夫斯基和他的歌剧《绣花鞋》 穆维芳 《新华日报》,1945-12-12,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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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多介绍柴可夫斯基的生平,及其悲怆、深沉的乐风和浓厚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他的创作

融合了西欧进步作曲技巧和俄罗斯民族音乐元素,深受苏联人民的喜爱。 报刊中对柴可夫斯基的艺术歌

曲《唐璜的小夜曲》《告诉我,为什么玫瑰花这样苍白》《只有她才知道我的痛苦》也进行了完整刊载。

二、俄苏音乐文化传播中的形象塑造

俄苏音乐文化的传播,成功塑造了俄苏音乐发展中所彰显出的革命形象、民族形象与社会主义形

象。 这些形象的塑造,为中国抗战音乐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也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奠定了一定的民众

基础。
(一)革命形象的塑造

“九一八”事变后,在爱国救亡思潮的影响下,上海的左翼进步音乐工作者发起“新音乐运动”,并开

始有组织地学习苏联音乐,成立了“左翼音乐家联盟”“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左翼戏剧家音乐小组”等

社团,苏联音乐发展及理论便成为中国新音乐运动的重要理论来源。
笔者对抗战时期重庆主要报刊中译介的俄苏歌曲做了统计,这些歌曲中有半数以上都是表现战争

题材的歌曲,如《塔乘卡之歌》( K. Listov 曲)、《图拉来福枪》 ( A. Novikov 曲)、《短剑之歌》 (发尔地曲)
等。 《塔乘卡之歌》描绘了在战争中英勇作战的青年的形象;《短剑之歌》表达了战士对武器的珍爱之

情……。 这些歌曲的传播,不但集中表现了苏联人民无畏牺牲的精神与英勇作战的身姿,也唱出了中国

人民在日寇的铁蹄下不屈不挠、团结一致的心声。 正如李凌在《苏联音乐与中国新音乐运动》中所说:
“抗战后,苏联音乐对中国新音乐的影响更大了,中国人民唱着国外的斗争歌曲,没有能比苏联歌曲那

样更可引起兴奋” [6] 3,因此,苏联的革命音乐才会受到中国音乐家们的崇尚与学习,“也没有什么国家

的音乐艺术,能够像苏联音乐那样使中国作曲家音乐家不仅陡然的爱慕着,而且用着无可比拟的精神学

习着。” [6]为鼓励大后方作曲家们创作抗战歌曲,赵沨还翻译了苏联《红星报》的文章《歌曲———战士们

的朋友和同志》,文章写道:“在战斗中歌曲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武器,歌曲可以抒发他们的思想和感情,
并帮助他们去攻击。” [6]充分展示了苏联音乐文化宣传中以歌曲为武器的鲜明意识。

在革命音乐创作问题上,《红军与苏联音乐文化》一文提出了红军典型化形象在音乐作品中特别是

交响乐中的具象化问题:“英雄的红军的卓越的典型,她的伟大的指挥官,她的不可抹灭的事迹———还

等待着苏联作曲家在大交响乐中、大歌剧中来具象化。” [7] 因此,音乐家应该深入研究红军的历史,“作

曲家应该研究红军的历史,应该更勤劳地工作。 这可以丰富他的体验,帮助他的创作。 在他认识了红军

的历史以后,他才能够创作具有着伟大意义,伟大形式的新的作品。” [12]这些观点得到了赵沨的肯定,并
认为这是当今中国音乐家同样需要思考的问题:“其论红军与音乐文化的关联,及号召音乐家参加,深
入红军生活,研究红军历史等……也正是我们目前应该迫切注意的问题。” [12]肖斯塔科维奇为苏联列宁

格勒保卫战而作的《第七交响曲》更是革命音乐的卓越代表。 《新华日报》将其称为“抗战交响曲”,并在

报道中称赞其为“苏联英勇抗战之史诗” [8] 。
苏联革命音乐传播的组织办法与实施途径,也得到了抗战大后方的音乐家们的关注。 《新华日报》

刊登了由立波翻译、亚历山大洛夫作的《歌曲在苏联红军中》,介绍了由 А. В. 亚历山大洛夫组织的苏联

红军歌曲团成立的历史、发展的经历等,称其为“使红军歌曲艺术的普遍化的组织”。 苏联红军歌舞团

不仅在战争中为前线士兵送去了愉悦,还在各战地的巡回演出中逐渐形成发展红军音乐的艺术原则。
《中苏文化》杂志上刊登了亚历山大洛夫另一篇介绍红军歌舞团的文章《苏联底红军歌舞团》,讲述了红

军歌舞团的巡回演出方式、节目选择、人员构成、创作成就等。
(二)民族形象的塑造

俄苏音乐界对俄罗斯民族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与运用源于 19 世纪,经过格林卡、柴可夫斯基以及

·27·



强力集团为代表的音乐家及组织的努力,逐渐形成了将民族民间音乐运用到作品创作中的音乐创作观,
使俄苏音乐成为世界音乐史上辉煌的一页。 重庆报刊多从民族性的角度出发,评价作曲家及其音乐作

品,同时辅以曲谱、图片等,为民众塑造了一个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丰富多样的民族形象。 例如柴可夫

斯基,就在《新音乐》中被誉为是民族音乐家:“柴氏是民族音乐的创始者。 ‘提起民族音乐,人们都知道

波兰的萧邦和俄罗斯的柴可夫斯基。’从这句话中,可见柴氏对苏联音乐的贡献。 他能够载负‘民族音

乐家的声誉’。” [9]

格林卡、柴可夫斯基等民族音乐家大多受到了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的影响。 亚历山大·谢尔

盖耶维奇·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Сергеевич·Пушкин,1799-1837),俄国著名的文学家,现实主义文学

的奠基人,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 《普式庚与俄国音乐》一文揭示了普希金的诗歌对俄国音乐的重要

作用,该文详细阐述了普希金作品的主题、形象、风格与角色在格林卡、达尔戈梅日斯基、穆索尔斯基、柴
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等作曲家的歌剧、交响乐、室内乐及群众歌曲中的体现。 此外,苏联文学

家高尔基(Максим·Горький,1868-1936),也对民族音乐创作有深入的见解。 从沙波林所写《高尔基

与音乐》可以得知,高尔基从小就喜爱俄国的民歌,拥有音乐才能,音乐元素几乎渗透在高尔基所有的

剧作中。 该文的作者沙波林曾与高尔基探讨:“如何写出一个良好的关于描写劳动生活的交响曲”,高
尔基认为作曲家应该在民间故事中寻找创作的灵感与主题。 普希金与高尔基的例子,为发展我国民族

风格音乐创作的选题提供了广阔的思路与优秀的范例。
《苏联音乐与民歌》一文论述了苏联音乐界对民歌的推崇。 在传承与推广民歌的过程中,苏联音乐家

做了如下工作:1. 提倡民歌;2. 对民歌进行修正与再创造;3. 系统地进行“民歌与歌剧史的关系”研究。 不

仅如此,苏联政府的文化政策也利于民族音乐的发展,例如托洛茨基曾提出要把苏联各小民族的文学一切

“抹杀”,主张苏联的各小民族都学俄语,但是苏联中央反对这样的文化政策,认为应提高每一个民族的文

化。 这不禁使安娥发出感叹:“苏联的文化政策(音乐在内)不仅给了苏联国内各民族以福利,同时指出了

世界各被压迫民族的文化出路。” [5]为培育民族音乐人才,苏联在白俄罗斯、乌克兰、乔治亚等加盟共和国

开办了音乐学校。 《中苏文化》中也刊登有不少照片,以展示苏联的民族音乐文化。

图 2　 苏联北方民族之女琴手

图片来源:《中苏文化》1938 年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一周年纪念特刊,全国报刊索引 http: / / www. cnbksy. cn / home.

(三)社会主义文化形象的塑造

抗战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通过文字报导、音乐消息和图片等,介绍了苏联在音乐创作、音乐文化设

施、音乐教育、音乐社团等方面的发展成就,成功塑造了苏联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形象。
重庆报刊报道了苏联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舞剧音乐、歌曲创作方面的最新进展和成果。 《苏联战

时之戏剧与音乐》介绍了苏维埃作曲家创作的新战歌与进行曲;《苏联电影中的音乐》简短地介绍了苏

联电影音乐写实主义特点及肖斯塔科维奇、卡巴耶夫斯基、杜纳耶夫斯基、沙波林等人的电影音乐作品;
《萧斯塔科维奇报告苏联战时音乐界的伟大成就》总结了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作曲家们在歌剧、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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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响曲、室内乐方面的成就。
剧院、广播、影院、唱片制造公司、出版公司、乐器制造公司、音乐学校等都是促进音乐文化发展的重

要条件。 从报刊载文可知,莫斯科、列宁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等各地剧院的发展情况,以及

不同年份增设的剧院数目等。 《苏联的音乐大众化运动》则通过苏联第一次音乐五年计划与第二次音

乐五年计划的内容介绍,展示了苏联在唱片灌制、唱片机制作、乐器制作、乐谱出版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苏联国内经常会举办各类纪念音乐会,如“柴可夫斯基百年诞辰纪念音乐会” “红军红旗歌舞队十

周年纪念音乐会”“格林卡诞生一百四十周年纪念音乐会”等,这些音乐会情况可从《苏联红军红旗歌咏

队举行十周年纪念》《苏联的文艺新闻
 

柴诃夫斯基诞生百年纪念》《苏联名作曲家利姆斯基———考萨科

夫一百诞辰》等报道中获得了解。 苏联剧场的日常音乐演出活动也格外丰富,《苏联民族歌剧运动》一

文中对苏联大剧院正在排演的歌剧剧目介绍便是最好的例证。
苏联成立后,大众音乐社团遍地开花,易之所著《苏联的音乐大众化运动》介绍了苏联著名的工厂

区域与产业地带都有劳动组织的歌舞乐团、交响乐团、手风琴乐团。 类似的文章还有《乌克兰集体农场

的业余音乐团体》《乌克兰犹太歌咏团》等。
音乐教育方面,不仅涉及了专业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也关注了儿童音乐教育。 其中,《苏联的

音乐教育》一文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包含了对儿童教育、大众教育与专业音乐教育的认识与建议。 作者

认为:无论是儿童教育还是大众教育,都需要适合目标群体的教材与教师。 因此,专业的音乐教育需与

儿童音乐教育、大众音乐启蒙的目标相结合[6] 24-28。
从上世纪 20 年代起,苏联恢复了与西欧音乐界的交流,民族音乐也开始走向世界。 特别是在反法

西斯同盟建立后,苏联音乐家更是注重与英美之间的联系,不仅将音乐向外输送到比利时、法国、美国、
伊朗等地。 同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外相艾登等人也亲自抵达苏联欣赏苏联音乐,苏联建立起了一个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音乐文化形象。 《新华日报》中常有这类的报道,如《比国王召宴钢琴优胜者———庆贺

苏联钢琴家成功》《苏联钢琴家将往法演奏》《贝纳斯看苏联歌剧》 (捷克总统) 《邱吉尔和艾登欣赏苏联

音乐会》等。
这些有关音乐的报道内容,有的长篇大论,有的则一两句话,虽篇幅不多,但报道持续时间长,从

1938 年到 1945 年都有苏联音乐文化发展相关的新消息传来,塑造了繁荣、丰富、奋勇前进、百花齐放、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形象。

三、俄苏音乐文化在战时首都重庆的传播效应

通过对《新华日报》《中央日报》《新音乐》《乐风》 《苏联音乐》等重庆主要报刊的内容梳理发现,俄
苏音乐文化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战时中苏双方音乐家的交往,促进了双方对彼此音乐文化的进一步认

知。 更重要的是,苏联音乐的发展经验为中国抗战音乐的进步提供了方法论,为使用现实主义手法的大

众化、民族化抗战音乐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促进了中苏音乐文化的交流

1940 年,中苏文化协会对民众发起了“向苏联民众写信”运动,《中苏文化》《音乐导报》与《新音乐》
中就刊有中苏音乐界的往来书信。 信中,除介绍各自音乐界发展近况外,中国音乐家也通过书信向苏联

音乐界寻求文化援助。 他们互通书信、互赠乐谱,在此过程中增强了相互理解与沟通,促进了双方音乐

文化的交流。 马思聪曾将自己的作品通过驻华大使交给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 作为答复,苏联作曲家

马良·郭凡尔在回信中也奉上了自己所作的合唱曲《爱美亮布加届夫》和以俄国民间故事为剧本的儿

童歌剧等音乐作品。 不难发现,几乎在每一封通信中,都有随信互寄的乐谱。 据记载,为了给在重庆的

苏联外交人员提供物资,苏联每周都有专机飞抵重庆,同时抵达重庆的还有包含格林卡、里姆斯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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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科夫、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等作曲家创作的音乐曲谱[3] 。 在中苏音乐界的密切

交流下,中国抗战歌曲也在苏联得到出版。 1939 年,苏联歌曲家克利曼蒂克基马利夫将十五首中国抗

战歌曲编译成乐谱,其中多首已制成唱片,其中的《义勇军即兴曲》《流亡曲》最受苏联民众欢迎[10] 。
苏联对华音乐广播与中国对苏音乐广播的播送预告常常被刊登在《新华日报》与《中央日报》中。

1941 年 1 月,国际广播电台定名不久后,中苏文化协会就借用这一平台与苏联进行音乐交流。 中苏音

乐广播交流集中在 1940—1941 年间。 报纸常常提前一天以上的时间对播送进行预告,内容包含播送时

间、播送呼号,播送节目与演出人员。 苏联对华音乐广播多为中国晚上七时开始,时长不超过 1 小时,一
次播送会选取十几首作品,播送节目内容丰富,有抗战歌曲、歌剧选段、各地区民歌、电影歌曲、古典器

乐、舞剧音乐等。 演出人员多为专业水准较高的歌舞团或乐团演员,例如人民管弦乐队、苏联著名人民

艺术家歌唱家巴尔索娃等。 我国第一次对苏音乐广播是在 1940 年 3 月 18 日,由中苏文化协会发起在

嘉陵江宾馆举行。 此次播送演员由励志社歌咏团与管弦乐队担任,表演作品男声合唱《旗正飘飘》 《巷

战歌》及《游击队歌》、二胡独奏《月夜》、独唱《满江红》等。 1940 年 9 月,中苏文化协会开始在国际广播

电台举办《对苏音乐广播节目》,每周 1 次,中苏之间形成了稳定的音乐交流周期。 1941 年 3 月,国际台

邀请贺绿汀主持歌咏团,对苏广播抗战歌曲。 通过互通书信、互赠乐谱与互播音乐,中苏两国音乐界的

交流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同时也增进了对彼此音乐的理解。
(二)促进了大众化、民族化音乐创作思想的形成

抗战时期的重庆,音乐家们积极学习和推崇苏联大众化、民族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创作手法

与美学理论,以指导中国抗战音乐的创作。 苏联音乐发展的成就从音乐的总体特征、社会功能、表现形

式、素材来源、题材内容等方面给予了我国作曲家重要启示,这在大后方报刊中刊登的一些关于“新音

乐”与“民族形式音乐”等主题的文章中,能够窥知一二。
赵沨曾在《关于苏联音乐》的译文后也发表了自己对苏联音乐的认识:苏联音乐与革命实践相联

系,苏联音乐在形式上是民族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的。 苏联音乐影响了赵

沨对中国新音乐的认识,他在《释新音乐———答陆华柏君》一文就中国新音乐的含义、来源、特征等方面

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新音乐的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的。 内容是民族的,形式是民族的;新音乐

是大众的,是与革命实践紧密联系的;新音乐应该批判的继承一切民族音乐的优秀遗产;新音乐创作应

合理使用西洋作曲技法。” [11]

李凌在《略论新音乐》中把苏联音乐与中国新音乐进行类比并加以论证,以苏联音乐发展的成功经

验作为科学化新音乐运动的有效论据,指出了苏联音乐对中国新音乐运动的指导性作用。 他谈到:新音

乐是反映中国现实,表达中国人民思想与追求,鼓励群众追求自由幸福国家的艺术形式。 它要反映反帝

反封建的革命内容,要具有民族形式,必须服务于大众且反映现实,并能够推动现实的进步[12] 。 不难看

出,以李凌、赵沨等为代表的大后方进步音乐家们对“中国新音乐”的理论认识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苏联

音乐的启发。
通过对苏联经验的学习以及对新音乐发展的反思,进步音乐家们认识到“民族化”和“大众化”其实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回答了什么是
 

“中国新音乐”,怎样发展“中国新音乐”的重要论题。 当音乐家

们对中国新音乐的特征有了明确的要求后,他们便对中国新音乐的民族形式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论音乐的民族形式》《音乐的民族形式》 《向着民族新音乐的道路前进》 《民间歌谣的讨论》等文章,阐
释了什么是音乐的民族形式,中国民族形式音乐有哪些要素,外来音乐对民族形式音乐创作的意义何

在,深入探讨了创作民族形式音乐的原则以及发展民族音乐的意义等问题。 在苏联音乐的范式影响下,
中国音乐家逐步探索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民族化、大众化音乐道路。

(三)推动了抗战音乐的持续发展

20 世纪 40 年代初,大后方在国民党统治下出现了“音乐与抗战无关” “为艺术而艺术”的论调。 李

·57·



凌在《新音乐运动到低潮吗?》一文中反驳了关于“抗战初期才需要音乐,而今时候已经过时了”的论调。
为促进以抗战音乐为中心的新音乐运动发展,以李凌、赵沨为首的进步音乐家们将苏联音乐理论加以运

用,做好了抗战音乐继续向前发展的思想工作。 如天风的《‘救亡歌曲’之外》,阐述了从原始社会到资

本主义社会,音乐都一直是被统治者所占有和利用,并被用作压迫人们的工具。 那么,被统治、压迫的人

们也应学会使用它作为反抗、抵御恶势力的工具。 为证实这一观点,他以苏联的音乐为例,指出:
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国家,当革命初期,是把音乐鼓动兵士,打击敌人,使劳动大众在压迫、

剥削下争取解放的一种武器。 ……现在,音乐在他们已经交还了大众,为大众把握;他们就把

音乐当作教育大众,鼓励大众,努力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工具[13]。
天风谈到应集中全国力量来完成抗战,而音乐则是动员群众的有力工具。 可以看出,苏联音乐这种

以音乐为武器的社会功能观深刻地影响了一大批战时文艺工作者,他们一边将苏联音乐的发展成就作

为这一观点的有利论证,一边发挥其“武器观”的作用,为抗战音乐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同时,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观,也为抗战音乐的创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赵沨

在《论音乐的现实主义》一文中就这一问题作出了详细论述。 他明确提出,现在中国的现实就是要将敌

人赶出中国领土,因此音乐创作在内容上应该并且也只能有“抗日的内容”。 面对工人和农民是中国人

民主体的现状,就必须要满足工人和农民对于中国旧音乐艺术的喜好,因此抗战音乐一定要具备民族的

形式。 音乐创作除了要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改编民谣,还要再继续挖掘民族音乐遗产,批判性地接

收西方优秀音乐文化,从而创造出新的音乐形式。 对于抗战音乐的“口号化”现象,他指出,抗战音乐除

了要关注前线,以战斗英雄和壮烈史实为主题,还要兼顾大后方。 既可以刻画英勇殉国的悲壮事件,也
可以描写战士们的爱情故事。 赵沨的理论为抗战歌曲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可行的思路,同时也符合了

身处抗战大后方的广大人民群众需求。

四、俄苏音乐文化传播的特征及历史意义

抗战时期,重庆的俄苏音乐文化传播与哈尔滨、上海、延安等地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 作为战时首

都,其传播内容和途径都呈现出了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征,总体传播效应也相对较强,对当时抗战音乐的

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的角度来看,其多样性丰富了抗战时期音乐文化的

组成,增强了中苏音乐文化交流的互动性与互渗性。 同时,在新音乐运动的推动下,俄苏音乐文化在大

后方的传播促进了它在中国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融合,为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苏音乐界的亲密交往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一)俄苏音乐文化在战时首都重庆的传播特征

在 20 世纪上半叶,报刊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介之一,记载着大后方俄苏音乐文化传播的

系列实情。 通过当时主要报刊的分析,得出大后方俄苏音乐传播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传播内容丰富多样。 大后方传播的俄苏音乐文化内容丰富,包含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

文化、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音乐文化、俄罗斯民族乐派音乐文化、现代主义音乐文化的内容。 这些内容

的表现形式多样,包括乐谱、文论,乐讯、照片、小说等。
第二,传播途径广泛。 本文以重庆主要报刊为视角来做俄苏音乐文化的传播研究。 报刊往往会将

广播的预告消息,电影的广告及报道,音乐会的预告及讯息等进行汇总呈现。 因此,从报刊讯息中我们

也不难看出,俄苏音乐文化在战时重庆正通过广播、电影、音乐会、书信等多元化途径进行广泛传播。
第三,传播效应趋于明显。 在重庆,通过对苏联音乐进行不同途径的多维度宣传,增进了知识分子

与普通群众对苏联的了解与学习。 对俄苏音乐文化的介绍,特别是建设成果的报道,不仅拓宽了大后方

民众的观察视野,也增长了其音乐知识、提升了音乐家们的专业技能。 此外,受俄苏音乐文化影响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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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以音乐为武器”的功能观、以革命歌曲为主的创作观,及大众化、民族化的音乐审美观,直至新中

国成立后还仍然产生巨大的影响,足可见其突出的传播效应。
第四,传播凸显现实性。 通过俄苏音乐文化在战时首都的传播,特别是对俄苏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成果报道,为国民塑造了一个具有革命性、大众性、民族性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强国形象。 这个形象正

是进步音乐家们未来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愿景。 因此,俄苏音乐成为大后方音乐发展甚至中国音乐发

展的成功范本,为中国音乐界指明了方向。 何谓新音乐? 音乐是否应用“功利主义”的眼光看待? 如何

组织音乐运动? 抗战音乐应该如何发展下去? 是否应该重视民族民间音乐? 面对这些问题,大后方音

乐家们常借鉴俄苏音乐发展成就,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二)俄苏音乐文化在战时首都重庆传播的历史意义

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其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得以凸显。 因而,俄苏音乐在重庆的传播,相对与

中国其他地区而言,有着更加广泛、深刻的历史意义。
第一,传播增进了中苏两个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情感”。 只有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中苏音

乐家不仅能通过音乐作品的传播交流彼此的思想,还能通过书信鼓励彼此坚持以音乐抗战的决心。 面

对外敌入侵,两国作曲家互相勉励,这使中国作曲家们鼓起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战争中,投入到抗战音乐

的创作中去。
第二,传播大大丰富了大后方抗战音乐的内容。 苏联群众歌曲常常以战争中的英雄故事为主题,表

达苏联人民团结一心、不畏牺牲,为捍卫祖国而英勇斗争的精神。 如最具代表性的《神圣的战争》,中国

作为与苏联一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同盟,对这些歌曲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它们得以在我国各地区

群众中广泛传唱,并成为音乐家们学习的典范。
第三,多元化的俄苏音乐文化得以在我国传播。 在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苏联“左”的音乐权力话

语已初步输入中国,一些人将“现代主义音乐”视为“形式主义”并加以公开批判[14]440。 例如吕骥曾在文

中写道:“我们绝不能把作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以及表现主义之反动的超现实主义的新音乐跟现实主

义的新音乐混为一谈” [15]29。 而重庆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舞台,体现出强大的文化包容性,音乐家在

大后方能了解西方各时期、各流派的音乐文化,能接触并学习 20 世纪的新兴作曲手法,特别是受“左”
的权力话语排斥的神秘主义(斯克里亚宾)与现代主义(斯特拉文斯基)音乐文化。

第四,俄苏音乐文化在大后方的传播促进了中苏音乐文化交流的互动性。 在 1938 年以前,中苏音

乐文化交流呈现相当不平衡的状态,几乎全为俄苏音乐文化向中国单向输入。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俄
籍音乐家在我国哈尔滨、上海等地成立乐团、举办演出、设立学校、创办杂志,进行了多种音乐文化传播

活动。 而我国音乐家前往苏联演出交流的记录仅有 2 次,分别是梅兰芳访苏与古筝大师娄树华、二胡和

琵琶演奏家王绍先、古埙演奏家梁庆西组成“中国旅行音乐团”的访苏演出。 而自哈、沪两地沦陷后,中
苏双方的交流更加受阻,上世纪 40 年代苏联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宣传只能通过民间(多是以苏商名

义)的渠道以出版物和广播的形式展开,并且还要接受当时日伪政府的严密审查。 在以延安为中心的

革命根据地,通过报刊与歌咏运动,俄苏音乐深入各地区,为文化普及、革命动员与抗战宣传作出了贡

献。 然而,由于交通的闭塞与物资的匮乏,此时延安仍以俄苏音乐文化向中方输入为主。 而在重庆,通
过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发起的两国定期广播、互通书信、互换乐谱等活动,双方音乐文化交流开始出现

互动性,缓解了俄苏音乐向中国强势输入的局面。 其音乐文化交流互渗性表现在音乐作品的互渗。 例

如在苏联曾出版中国抗战歌集,苏联音乐家也在国家儿童剧院剧目中编写过插曲《中国抗战之歌》,大
后方的音乐家如张定和曾采用俄罗斯曲调为在重庆编排的俄国话剧《大雷雨》《复活》配乐,等等。

俄苏音乐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情、饱满的爱国精神与坚定的无产阶级意志深受中国进步音乐家们的

推崇。 通过俄苏音乐文化的传播,大后方音乐家们对其音乐创作理念发生了“中国化”改革,为统一抗

战思想、坚定抗战意志、维护抗战行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李凌、赵沨为首的大后方新音乐运动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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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民族化、大众化的现实主义抗战音乐理论,将大后方的音乐家们紧紧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

帜下,从而增强了中国人民对俄苏音乐的文化认同感,推动了双方音乐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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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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